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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慢性健康问题对我国持续高速发展的阻碍，促使政府开始标注包装正面营养标签以促进居民健康饮食。但包装正面营

养标签存在客观型和评估型营养标签两种类型，并且何种包装正面营养标签更能增加消费者对健康食品购买意愿的研究问题

尚未明了。通过引入个体社会阶层，进行了三组实验，分别通过测量和操纵社会阶层的方式发现：（1）高（低）社会阶层的

消费者更愿意购买标注了客观型（评估型）营养标签的健康食品；（2）营养信息效用在该影响中起中介作用；（3）食品健

康程度对该影响起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证实了包装正面营养标签与社会阶层联合影响消费者健康食品购买意愿，营养信息效

用和食品健康程度对该联合效应的中介和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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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肥胖和营养失衡等慢性健康问

题已经逐渐取代饥饿，成为制约我国持续高速发

展的主要阻碍，并造成相当程度的经济社会损失

（全球食物经济与政策研究院，2022；夏佳钰等，

2023）。因此，政府除了强制要求食品企业标注

营养成分表，还鼓励他们在食品包装正面（front of 
package, FOP）标注评估型营养标签（提供食品综合

健康程度或某种属性的阐明性营养信息，如营养评

分标签）或客观型营养标签（提供营养成分表节选

的客观性营养信息，如正面事实标签），以帮助

居民更容易地判断食品健康性，进而促进其选择

更健康的食品（黄帆等，2023；李涵等，2024；

Newman et al., 2016）。

然而，过去研究未能回答何种 FOP 营养标签

更能促进居民健康食品购买。大多数研究认为标注

评估型（vs. 客观型）营养标签更能提高消费者健

康食品购买意愿（Blitstein et al., 2020; Deliza et al., 
2020; Jiang et al., 2025; Tórtora et al., 2019），但也有

部分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客观型营养标签

更能促进消费者对健康食品的购买（Mazzù et al., 

2024;  Scully et al., 2020; Talati et al., 2016; van Herpen 
et al., 2011）。此外，还有部分研究试图从购物情

景（Newman et al., 2016）和关系规范（李涵等，

2024）的角度回答何种 FOP 营养标签效果更好，

但均是基于两者在信息易于理解性上的差异而开展

的。然而，是否给予了消费者根据自身健康需求自

行加工营养信息的空间也是两种营养标签的重要区

别，但鲜有研究从这一视角对该研究问题进行探索。

基于此，本研究认为 FOP 营养标签如何影响消

费者健康食品购买意愿取决于个体是否有自行加工

营养信息的需求。高社会阶层的个体为追求更健康

的产品往往更愿意自行加工营养信息以评估产品质

量，也具有相对更高的知识和能力来加工营养信息

（胡小勇等，2014；Kraus et al., 2012）。所以，消费

者的社会阶层与 FOP 营养标签联合影响其健康食品

购买意愿。因此，本研究探索了 FOP 营养标签与社

会阶层对消费者健康食品购买意愿的联合效应，构

建了以营养信息效用为中介的心理机制，并发现了

食品健康程度对该联合效应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在

理论贡献上丰富和发展了营养标签与健康消费的相

关研究，并且拓宽了效用理论的应用范围，在管理

实践上为健康食品企业推广和售卖产品提供了理论

依据和具体建议，在社会意义上为政府进一步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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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建设添砖加瓦。

1.2   FOP 营养标签与个体自主处理营养信息空间

FOP 营养标签是指标注在食品包装正面的、包

含 营 养 信 息 的 标 签（Elshiewy & Boztug, 2018）。

基于内容和格式上的差异，FOP 营养标签被分为

客观型营养标签和评估型营养标签两种（李涵等，

2024；Newman et al., 2016）。 前 者 包 括 热 量 标 签

（Staples, 2025）、正面事实标签（Lim et al., 2020）

和每日摄入量指南标签（Maubach et al., 2014）等，

后者包括营养声明（Holtrop et al., 2025）、营养评

分标签（Schruff-Lim et al., 2024）和健康选择标识

（Roseman et al., 2018）等。

根据评估型和客观型营养标签的定义（李涵等，

2024；Newman et al., 2016），客观型营养标签提供

的营养信息是直接从营养成分表摘录的有关卡路里

和其他关键营养素等具体和客观的信息，这些信息

通常是公正的、可衡量的信息，企业并没有对这些

客观信息进行加工形成解释性的标签；而评估型营

养标签则恰恰相反，评估型营养标签所提供的信息

是企业对食物关键营养素信息根据权威机构制定的

标准计算后帮助消费者直接判断产品整体健康性或

特定产品属性的解释性信息。这也意味着，客观型

营养标签给予了消费者更大的自主加工食品客观营

养信息的空间，而评估型营养标签只能让消费者被

动地接受企业所计算出的解释性评估结果。因此，

相较于评估型营养标签，客观型营养标签给予了消

费者更多的自主加工营养信息的空间。

1.3   FOP 营养标签与社会阶层对消费者健康食品购

买的联合作用

给予消费者更多自主加工营养信息的空间并

不一定能提高其对营养标签的使用，进而增加对

健康食品的购买。根据消费者效用理论（Phlips & 
Pieraerts, 1979），消费者效用是指消费者从消费某

种物品中所得到的满足程度，是一种主观感受，一

方面取决于消费者对某一类物品的期望高低，另一

方面取决于该物品所能提供的价值。如果消费者的

期望正好被物品的价值所满足，物品效用就会达到

最高值。本研究将 FOP 营养标签所提供的营养信息

对消费者信息使用需求的满足程度定义为营养信息

效用。因此，个体对 FOP 营养标签的使用意愿取决

于该营养标签所提供的营养信息能否满足其对营养

信息的需求，即营养信息效用的大小。这也就意味着，

消费者对自行处理营养信息的需求程度决定了客观

型（vs. 评估型）营养标签所提供的更多自行处理营

养信息空间能否促进其对 FOP 营养标签的使用。本

研究认为消费者的社会阶层是影响其是否需要自行

处理营养信息的重要因素。

社会阶层被认为是个人的物质资源可得性与其

主观相对社会地位的组合（韩冰等，2018；胡小勇

等，2014；孙庆洲等，2023；张仪，王永贵，2022；

Kraus et al., 2012）。社会阶层在本质上是多维的或

者多面的（Trautmann et al., 2013），通常反映在权

力（Dubois et al., 2015）、 财 务 状 况（Kim & Mcgill, 
2018）和社会资源（Stephens et al., 2014）等方面的差异。

作为一个文化和心理的构念，社会阶层影响着个体

对“我们是谁”、“我们做什么”和“我们如何行动”

的心理表征（胡小勇等，2014；Carey & Markus, 2016; 
Grossmann & Huynh, 2013; Kraus et al., 2012）。

高社会阶层的个体拥有更多的权力、更高的身

价和更广的社会资源（Adler et al., 2000; Kim et al., 
2020），这让其可以花更多的金钱和更多的信息渠

道达成更高标准的健康目标，以进一步维持他们的

财富和权力。此外，健康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特权，

也是高社会阶层群体所追求的目标。反之，低社会

阶层的个体所拥有的资源较少，处于社会中的弱势

地位（Eom et al., 2018），这会导致他们为了减少生

活成本而降低一些健康目标。因此，高社会阶层会

比低社会阶层追求更高标准的健康目标，包括了健

康饮食目标。然而，评估型营养标签中评估型结果

（例如“健康星级评分 3 星”或者“健康食品”标识）

的产生是基于与一般个体健康饮食目标而非高标准

健康饮食目标的比较。例如，标注了“健康星级评

分 3 星”的食品对于一般消费者而言可以被称为“健

康食品”，但对于高健康目标的高社会阶层消费者

而言，该食品可能并非比较健康的食品，而是不够

健康的食品。因此，标注了评估型营养标签的食品

可能会让高社会阶层消费者怀疑该食品是否真正达

到其健康饮食目标。因此社会阶层较高的个体更需

要和愿意自己处理客观营养信息以评估该健康食品

是不是“真正的健康”。

同时正如前文所述，客观型营养标签因其直接

提供了客观营养信息，比评估型营养标签提供了更

多的营养信息自主处理空间；而评估型营养标签因

其提供了评估后的营养结论，比客观型营养标签提

供了更让人容易理解和判断的营养信息。因此，对

于高社会阶层的消费者，客观型营养标签因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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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客观营养信息而更能满足高社会阶层消费者自行

加工营养信息的需求，即客观型营养标签具有更高

的营养信息效用；而对于低社会阶层的消费者，评

估型营养标签因为提供了评估营养信息而更能满足

低社会阶层消费者直接获取营养判断的需求，即评

估型营养标签具有更高的营养信息效用。反过来，

效用理论表明一个产品给消费者带来的效用越高，

消费者越愿意购买它（Phlips & Pieraerts, 1979）。类

似地，对于营养信息而言，某种营养信息的效用越高，

信息使用者则更愿意采纳该营养信息，即更愿意使

用该营养标签判断食品健康程度。因此当消费者对

健康食品没有健康程度预期或者不能准确知晓健康

食品的健康程度时，营养标签的使用可以帮助消费

者识别出健康食品的健康程度，进而增强了消费者

对健康食品的健康感知。食品健康性感知又被认为

是最能影响消费者健康食品购买的重要因素，健康

食品的感知健康性越高，消费者购买意愿就越强。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FOP 营养标签与社会阶层对消费者健康食

品购买意愿具有联合效应。具体而言，高（低）社

会阶层的消费者更愿意购买标注了客观型（评估型）

营养标签的健康食品。

H2：营养信息效用中介了该联合效应。

1.4   食品健康程度的调节作用

即使某个或者某种食品属于健康食品范畴，

它们的食品健康程度也可能存在差异（Berry et al., 
2019）。由于不同社会阶层消费者的健康饮食目标

存在差异，食品健康程度也决定了这一健康食品是

否达到了不同社会阶层消费者的健康选择标准（胡

小勇等，2014；Kraus et al., 2012）。因此，本研究

认为食品健康程度可能会通过影响不同社会阶层消

费者自行处理营养信息的需求，进而调节 FOP 营养

标签与社会阶层对健康食品购买意愿的联合效应。

如果消费者面对的是一般健康（健康程度略高

于同类食品平均健康程度）的健康食品，那么评估

型营养标签已经能显示出该食品属于健康食品的范

畴（如健康星级评分达到 3 星或者标注“健康选择”

标签）。对于低社会阶层的消费者而言，评估型营

养标签中健康食品的认定已经足以满足他们对食品

健康性的需求，他们不需要自行加工营养信息以判

断食品健康性。但对于高社会阶层的消费者而言，

他们认为评估型营养标签以普通居民健康需求制定

的标准会限制食品健康性的表达，即担心评估型营

养标签的健康认定并未能达到其高健康目标的标准。

此时，他们自行处理营养信息以判断食品健康性的

需求将变得非常强烈，那么高社会阶层的消费者更

偏好使用客观型营养标签，进而对标注了客观型营

养标签健康食品的购买意愿也会变得更强。因此，

对于一般健康的食品而言，FOP 营养标签与社会阶

层对健康食品购买意愿的联合效应较强。

相反，如果消费者面对的是健康程度较高（例

如健康星级评分达到 5 星）的健康食品，那么无论

是客观型营养标签还是评估型营养标签，均已经能

很准确地反映出食品健康程度较高。此时，高社会

阶层消费者的高健康目标也已经或者接近达到，那

么高社会阶层的消费者自主处理营养信息的需求就

会随之下降，与低社会阶层消费者自行处理营养信

息的需求无显著性差异。因此，对于较高健康程度

的健康食品而言，FOP 营养标签与社会阶层对健康

食品购买的联合效应会被减弱。因此，本研究提出

H3：食品健康程度调节了 FOP 营养标签与社会阶层

对消费者健康食品购买意愿的联合效应。食品健康

程度越高，联合效应越弱。

本研究的概念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概念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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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 1  FOP 营养标签与社会阶层的联合
效应

2.1   实验设计

研究 1 的目的是检验 FOP 营养标签与个体社会

阶层对健康食品购买意愿的联合效应（假设 1）。

研究 1 采用单因素 2 水平（FOP 营养标签：客观型

vs. 评估型）组间设计，并使用燕麦棒作为标注 FOP
营养标签的载体食品。采用 G*Power 软件，设定 α

为 .05，power 为 .80，效应量为 .25，计算出 2 水平

单因素被试间设计最低需样本 128 名。因此，本研

究从 Credamo 数据收集平台招募了 300 被试，剔除

未通过注意力检测 14 人，剩余有效被试 286 人。其

中女性 178 人，平均年龄为 31.35 岁。其中，客观

型组 142 人，评估型组 144 人。

2.2   实验流程

首先，本实验参考李涵等（2024）和 Newman
等（2016）的研究操纵了 FOP 营养标签类型。被

试被随机划分到两个不同的购物情境，并分别看到

标有评估型和客观型营养标签的图片（见图 2）和

文字材料（1= 客观型；2= 评估型）。接着，被试

填写了麦克阿瑟量表完成社会阶层的测量（Adler et 
al., 2000; Yan et al., 2021）。被试看到了一个 10 级梯

子的图片，这个梯子代表人们在当地社区的收入、

教育和职业地位。他们被要求选择一个梯子的数字

来代表自己相对于其他人的位置（1 = 最底层，10 = 
最顶层；M = 5.41, SD = 2.195）。之后，被试通过

填写四项李克特 7 分量表完成了购买意愿的测量（α  
= .919; Chen et al., 2018）。接下来，本实验参照了

Newman 等（2016）的研究，通过询问被试是否看

见燕麦棒宣传图片中的营养标签来检验是否成功操

纵 FOP 营养标签。最后，本实验测量了被试的人口

统计变量。

图 2   燕麦棒的宣传图

2.3   实验结果与讨论

操纵检验。卡方分析结果显示，评估型营养标

签组和客观型营养标签组分别有 86.81% 和 88.73%
的被试看见了营养标签，且两者没有显著性差异

（χ 2 = .247, p > .05）。因此，FOP 营养标签类型

的操纵成功。

假设检验。本研究采用 Bootstrap 分析（Model 1，

样本量 5000；Hayes, 2013），以 FOP 营养标签作为

自变量，社会阶层作为调节变量，购买意愿为因变

量。我们发现，FOP 营养标签（B = 4.827, SE = .330, 
95%CI = [4.177, 5.477]）和社会阶层的主效应显著（B 
= 1.324, SE = .087, 95%CI = [1.152, 1.496]）。更重要

的是，FOP 营养标签和社会阶层的交互效应显著（B 
= - .873, SE = .057, 95%CI = [-.985, -.762]）。进一步

的简单斜率分析表明（见图 3），对于社会阶层较

高的被试（+SD = 7.608），他们更有可能购买具有

客观型营养标签的健康食品（B = -1.816, SE = .175, p 
< .001, 95%CI = [-2.161, -1.470]）。对于社会阶层较

低的被试（-SD = 3.217），他们更有可能购买具有

评估型营养标签的健康食品（B = 2.018, SE = .175, p 
< .001, 95%CI = [1.673, 2.363]）。因此，支持了本研

究的 H1。

研究 1 通过测量个体社会阶层的方式初步验证

了营养标签与社会阶层对健康食品购买意愿的联合

效应，即高社会阶层的消费者更愿意购买标注了客

观型营养标签的健康食品；相反，低社会阶层的消

费者则更愿意购买标注了评估型营养标签的健康食

品。研究 2 将进一步揭示该联合效应下的中介机制。

图 3  社会阶层的调节作用

3  研究 2  营养信息效用的中介效应

3.1   实验设计

研究 2 有两个实验目的：（1）通过操纵营养标

签和个体社会阶层的方式重复验证营养标签和社会

阶层对消费者健康食品购买的联合效应（假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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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验证营养信息效用在联合效应中的中介作用（假

设 2）。采用双因素 2 水平（FOP 营养标签：客观

型 vs. 评估型）×2 水平（社会阶层：高 vs. 低）组

间设计。采用 G*Power 软件，设定 α 为 .05, power
为 .80，效应量为 .25，计算出双因素（2 水平 ×2 水平）

被试间设计最低需样本 128 名。因此，200 名被试

通过 Credamo 数据收集平台被招募，剔除未通过注

意力检测 7 人，最终 193 人完成了此次实验。其中

女性 134 人，平均年龄为 35.10 岁。高社会阶层、

客观型组 48 人，高社会阶层、评估型组 48 人，低

社会阶层、客观型组 49 人，低社会阶层、评估型组

48 人。

3.2   实验流程

首先，被试被随机划分至四组的其中一组，本

研究参照 Van Doesum 等（2017）和 Yan 等（2021）

的方法对被试进行了社会阶层的操纵（1 = 低社会阶

层，2 = 高社会阶层），让高（低）社会阶层情境下

的被试想象自己处于梯子的顶端（底端）。然后，

让被试完成一个写作任务，即让被试想象一下自己

处于梯子的该位置上会是什么样子，从教育程度、

家庭收入、职业状况、生活方式等方面写至少五个

句子。接下来，被试被要求完成两道关于社会阶层

操纵检验的题项。

接下来，我们用与研究 1 相同的方式操纵了

FOP 营养标签类型（1= 客观型；2= 评估型）。接着，

我们测量了被试的购买意愿（α  = .810；Chen et al., 
2018）、营养信息效用和 FOP 营养标签的操纵检验

（Newman et al., 2016）。其中，购买意愿的测量和

FOP 营养标签的操纵检验与研究 1 相同，营养信息

效用的测量参照了 Ma 等（2014）的三项十一分量表，

例如“该 FOP 营养标签所提供的营养信息对于我而

言”（1 = 提供了过少的处理空间，6 = 提供了恰到

好处的处理空间，11 = 提供了过多的处理空间；α= 
.900），并且在数据处理时“恰到好处的处理空间”

（11 分量表的中点处）被编码为 6（最高值），“过

少的处理空间”和“过多的处理空间”（11 分量表

的两端）被编码为 1（最低值）。最后，我们测量

了被试的人口统计变量。

3.3   实验结果与讨论

操纵检验。卡方分析结果显示，评估型营养标

签组和客观型营养标签组分别有 92.71% 和 90.72%
的被试看见了营养标签，且两者没有显著性差异（χ2 

= .250，p > .05）。因此，FOP 营养标签类型的操纵

成功。被试在两种社会阶层情境下的感知社会等级

（M 低 = 3.57, SD = 1.534; M 高 = 7.48, SD = 1.504; F(1, 
191) = 318.299, p < .05, η2 = .625）和社会阶层类别（M

低 = 2.06, SD = 1.039; M 高 = 4.11, SD = .939; F(1, 191) = 
207.246, p < .001, η2 = .520）上存在显著差异。因此，

消费者社会阶层的操纵成功。

假设检验。本实验以 FOP 营养标签、社会阶层

及其交互项为自变量，购买意愿为因变量，进行一

般线性模型单变量分析。结果显示，FOP 营养标签

类型（F(1, 189) = .047, p > .05）和消费者社会阶层（F(1, 
189) = .030, p > .05）的主效应都不显著，但 FOP 营

养标签类型和消费者社会阶层之间存在显著的交互

作 用（F(1, 189) = 52.094, p < .001, η2= .216）。 更

进一步，简单效应分析显示（见图 4），高社会阶

层的被试对标注了客观型营养标签的燕麦棒的购买

意愿（M = 4.48, SD = 1.009）高于标注了评估型营

养标签的燕麦棒（M = 3.35, SD = 1.158; F(1, 189) = 
24.380, p < .001, η2= .114）。相反，对于低社会阶

层的被试，他们更愿意购买标注了评估型营养标签

的燕麦棒（M = 4.54, SD = 1.190），而非标注了客

观型营养标签的燕麦棒（M = 3.35, SD = 1.100; F(1, 
189) = 27.779, p < .001, η2= .128）。因此，假设 1 得

到验证。

图 4  社会阶层的调节效应

为了验证营养信息效用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

用 Bootstrap 分 析（Model 7， 样 本 量 5000；Hayes, 
2013），以 FOP 营养标签类型作为自变量，消费者

社会阶层作为调节变量，营养信息效用作为中介，

购买意愿为因变量进行分析。我们发现，营养信息

效用中介了消费者社会阶层与 FOP 营养标签类型

对购买意愿的交互效应（Index = -1.773, SE =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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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CI = [-2.332, -1.215]）。具体而言，在高消费者

社会阶层的情境下，营养信息效用的负向中介作用

显著（B = -.907, SE = .197, 95%CI = [-1.295, -.520]）；
而在低消费者社会阶层的情境下，营养信息效用的

正向中介作用显著（B = .866, SE = .197, 95%CI = 
[.477, 1.247]）。因此 H2 得到了验证。

研究 2 证明了营养信息效用在联合效应中起到

了中介作用，即对于高社会阶层的消费者，标注客

观型营养标签会增加其营养信息效用，进而促进其

对健康食品的购买；而对于低社会阶层的消费者，

标注评估型营养标签会增加其营养信息效用，进而

促进其对健康食品的购买。此外，实验还通过操纵

个体社会阶层的方式，再次验证了营养标签与社会

阶层的联合效应，增强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4  研究 3  食品健康程度的调节效应

4.1   实验设计

研究 3 的目的是通过操纵食品健康程度（高度

健康 vs. 一般健康）的方式验证其对联合效应的调

节作用。研究 3 采用三因素 2 水平（FOP 营养标

签：客观型 vs. 评估型）×2 水平（社会阶层：高

vs. 低）×2 水平（食品健康程度：高度健康 vs. 一

般健康）组间设计，使用全麦面包作为标注营养标

签的载体食品。采用 G*Power 软件，设定 α 为 .05, 
power 为 .80，效应量为 .25，计算出三因素（2 水平

×2 水平 ×2 水平）被试间设计最低需样本 128 名。

400 名被试通过 Credamo 数据收集平台被招募，5
名被试因未通过注意力检测而被剔除，最终 395 名

被试参与此次实验。其中女性 216 人，平均年龄为

35.66 岁。高度健康组、高社会阶层、评估型组 47 人，

高度健康组、低社会阶层、客观型组 48 人，其余 6
组均为 50 人。

4.2   实验流程

首先，我们将被试随机分至八组中的一组，并

采用与研究 2 相同的方法操纵了消费者的社会阶层

（1= 低社会阶层；2= 高社会阶层；Van Doesum et 
al., 2017；Yan et al., 2021），并让被试同样回答两

道关于社会阶层操纵检验的题项。接着，我们用一

段文字和图片材料操纵了被试的 FOP 营养标签（1 
= 客观型，2 = 评估型；李涵等，2024；Newman et 
al., 2016）和食品健康程度（1 = 高度健康，2 = 一
般健康；Rramani et al., 2020）。被试被要求想象自

己正在网上购买全麦面包，并且分别看到不同的全

麦面包宣传图和文字材料（见图 5；与研究 1 和研

究 2 相似）。对于客观型营养标签组的被试，在高

度健康（一般健康）食品的情境下，他们看到的热

量较低（高），消极营养素含量较高（低），积极

营养素含量较高（低）的全麦面包。对于评估型营

养标签组的被试，在高度健康（一般健康）食品的

情境下，他们看到的是健康评分为 5 星（3 星）的

全麦面包。之后被试完成了购买意愿的测量（Hodges 
& Chen, 2022）。 接 下 来， 我 们 进 行 了 FOP 营 养

标签和食品健康程度的操纵检验（Newman et al., 
2016）。其中食品健康程度的操纵检验包含两个题项，

测量被试对食品的健康性评估（1 = 非常没有营养 /
非常不健康；7 = 非常有营养 / 非常健康）。最后，

我们测量了被试的人口统计变量。

图 5   全麦面包的宣传图

4.3   实验结果与讨论

操纵检验。卡方分析结果显示，评估型营养

标 签 组 和 客 观 型 营 养 标 签 组 分 别 有 93.401% 和



720 心    理    科    学

91.919% 的被试看见了营养标签，且两者没有显著

性差异（χ2 = .319，p > .05）。因此，FOP 营养标

签类型的操纵成功。被试在两种社会阶层情境下的

感知社会等级（M 低 = 3.53, SD = 1.539; M 高 = 7.56, 
SD = 1.407; F(1, 393) = 738.562, p < .001, η2 = .653）

和社会阶层类别（M 低 = 2.03, SD = .945; M 高 = 4.03, 
SD = .976; F(1, 393) = 425.902, p < .001, η2= .520）上

存在显著差异。因此，消费者社会阶层的操纵成功。

在高度健康组的被试比一般健康组的被试认为食品

的健康程度更高（M 高度健康 = 4.59, SD =1.288; M 一般健

康 = 3.42, SD = 1.193; F(1, 393) = 87.517, p < .001, η2 = 
.182）。因此，食品健康程度的操纵成功。

调节效应检验。为了验证食品健康程度的调节

作用，本研究采用了 Bootstrap 分析（Model 3，样

本量 5000; Hayes, 2013; Zhao et al., 2010），结果显

示，FOP 营养标签、社会阶层和食品健康程度的主

效应均不显著（ts < 1.764, ps ＞ .079）。FOP 营养标

签和社会阶层的交互效应和 FOP 营养标签和食品健

康程度的交互效应均不显著（ts < 1.701, ps ＞ .090），

但社会阶层和食品健康程度的交互效应显著（B 
= 2.208, SE = 1.027; t(387) = 2.149, p < .05; 95%CI = 
[.188，4.227]）。更重要的是，FOP 营养标签、社

会阶层和食品健康程度的三维交互是显著的（B = 
-1.707, SE = .650; t (387) = -2.625, p  < .01; 95%CI = 
[-2.985，-.428]）。在高度健康全麦面包的情境下，

社会阶层和 FOP 营养标签的交互效应不显著（B = 
-.740, F(1, 387) = 2.624, p > .05），而在一般健康全麦

面包的情境下，社会阶层和 FOP 营养标签的交互效

应显著（B = -2.447, F(1, 387) = 27.952, p < .001）。

进一步的简单效应分析表明（见图 6），在一

般健康全麦面包的情境下，结果支持本研究的假设

1 并复制了之前的结果。社会阶层较高的被试对具

有客观型营养标签全麦面包的购买意愿（M = 4.58, 
SD = 1.592）比具有评估型营养标签全麦面包的购买

意愿更高（M = 3.23, SD = 1.535; F(1, 387) = 16.826, p 
< .001, η2 = .042）。相反，社会阶层较低的被试更

愿意购买标注了评估型而非客观型营养标签的全麦

面包（M 评估 = 4.58, SD = 1.667; M 客观 = 3.48, SD = 1.650; 
F(1, 387) = 11.378, p < .001, η2 = .029）。在高度健康

全麦面包的情境下，对于社会阶层较低的被试而言，

他们对标注了评估型营养标签的全麦面包的购买意

愿（M = 5.16, SD = 1.877）会比标注了客观型营养标

签的全麦面包更高（M = 4.10, SD = 1.594; F(1, 387) = 

10.769, p < .05, η2 = .027）。标注了评估型和客观型

营养标签的全麦面包对于高社会阶层的被试，在购

买意愿上没有显著差异（M 评估 = 5.02, SD = 1.571; M

客观 = 4.70, SD = 1.389; F(1, 387) = .981, p > .05）。

图 6   食品健康程度的调节作用

此外，本研究还以 FOP 营养标签为自变量，

社会阶层为调节变量，食品健康程度为调节的调节

变量，食品健康性感知为中介变量，购买意愿为因

变 量， 进 行 了 Bootstrap 分 析（Model 11， 样 本 量

5000; Hayes, 2013）。结果显示，在一般健康全麦面

包的情境下，对于高社会阶层被试而言，食品健康

性感知的负向中介作用显著（B = -1.356, SE = .279, 
95%CI = [-1.891, -.798]）；对于低社会阶层被试而言，

食品健康性感知的正向中介作用显著（B = .679, SE 
= .298, 95%CI = [.094, 1.270]）。在高度健康全麦面

包的情境下，对于低社会阶层被试而言，食品健

康性感知的正向中介作用显著（B = .919, SE = .349, 
95%CI = [.233, 1.598]）；对于高社会阶层被试而言，

食品健康性感知的中介作用不显著（B = -.152, SE = 
.298, 95%CI = [-.729, .449]）。

研究 3 进一步验证了食品健康程度对联合效应的

调节作用，即随着食品健康程度的上升，FOP 营养

标签与消费者社会阶层对健康食品购买意愿的联合

效应会削弱。同时，也验证了食品健康性感知在食品

健康程度调节作用下对联合效应的中介作用，这也间

接证明了营养信息效用在该联合效应中的中介作用。

5   研究结论与讨论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探索了 FOP 营养标签与社会阶层对消费

者健康食品购买意愿的联合效应及其影响机制和理

论边界，并通过三个研究验证了研究假设。研究 1
通过测量社会阶层的方式检验了 FOP 营养标签与社

会阶层联合影响健康食品购买意愿。研究 2 通过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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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社会阶层的方式再次验证了该联合效应，并且进

一步揭示了营养信息效用在该联合效应中的中介作

用。研究 3 通过操纵 FOP 营养标签、社会阶层、食

品健康程度的三维交互组间设计，发现了食品健康

程度对该联合效应的调节作用，即随着食品健康性

的上升，FOP 营养标签与社会阶层对消费者健康食

品购买意愿的联合效应减弱。

5.2   理论贡献

首先，本研究丰富和发展了营养标签与健康消

费的相关研究。尽管前人研究已经试图从购物情景

和关系规范的角度回答营养标签如何促进健康消费

（李涵等，2024；Newman et al., 2016），但他们忽

略了消费者本身对营养标签促进效果的影响。本研

究结合营养标签在自主处理信息空间上的差异和社

会阶层对自主处理信息的需求，首次提出了 FOP 营

养标签与社会阶层对消费者健康食品购买意愿的联

合效应，发展了营养标签与健康消费的相关研究。

其次，本研究揭示了营养信息效用在该联合效

应中的中介作用，拓宽了效用理论的应用范围。基

于产品效用的定义，本研究提出了营养信息效用的

概念，并发现了对于高（低）社会阶层的消费者，

客观型（评估型）营养标签会导致消费者更高的营

养信息效用，进而增加消费者对健康食品的购买。

最后，本研究进一步发现了食品健康程度对该

联合效应的调节作用。基于社会阶层在健康目标追

求方面的差异，本研究提出如果健康食品的健康程

度较高，那么即使对于高社会阶层的消费者，评估

型营养标签也已经能很大程度地表达产品健康性，

因而营养标签与社会阶层的联合效应减弱甚至失效。

研究结论也进一步推动了营养标签和社会阶层的相

关研究。

5.3   管理启示

对于政府而言，在通过标注营养标签促进居民

健康饮食的过程中应该注意标签使用效率，即政府

可以利用营养标签与社会阶层的联合效应采用有针

对性的营养标签标注策略。例如，在一线和新一线

等经济水平相对发达的城市，应尽量使用客观型营

养标签，而在欠发达地区可以更多地使用评估型营

养标签。

对于企业而言，应该根据自身产品的健康程度，

选择合适的策略，以提高推广效率。如果自身食品

健康程度适中，那么可以在不同定位的超市或商场

投放不同包装的产品。例如，在客单价较高（低）

的超市里，健康食品可以采用标注了客观型（评估型）

营养标签的包装。

5.4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首先，本研究仅基于两种营养标签在自主处理

信息空间的差异对研究问题进行了讨论，但营养标

签的分类依据并不是唯一的，未来研究可以从其他

维度比较营养标签对健康饮食促进的积极效果。其

次，营养标签也可能是客观型和评估型营养标签相

组合的复合型营养标签，未来研究也可以考察单一

型营养标签和复合型营养标签的差异。再者，尽管

本研究提出了高低社会阶层个体在自行处理营养信

息的需求上存在差异，但高低社会阶层个体还可能

存在其他差异。例如，低社会阶层个体更认可社会

评价，高社会阶层个体更认可客观事实，这可能也

会影响不同社会阶层的营养标签偏好，值得未来研

究进一步探索。接着，尽管研究表明食品健康性感

知对个体健康食品购买意愿存在正向影响，但也有

研究发现这一积极效应会受到个体健康目标的调节，

那么对于较低甚至没有健康目标的个体，FOP 营养

标签与社会阶层对健康食品购买意愿的联合效应是

否也会减弱，值得进一步探索。最后，本研究主要

采用线上实验的方式，测量的是被试对健康食品的

购买意愿而非行为，未来研究可以进行田野实验，

以增加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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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ronic health problems have gradually replaced hunger as the main obstacle to China's sustainable high-speed development, causing 
considerable economic and social losses.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has begun to adopt front of package (FOP) nutrition labels to promote healthy 
eating among Chinese residents. However, there are two types of FOP nutrition labels: evaluative and objective nutrition labels. And in some cases, 
consumers are more willing to purchase healthy foods labeled with evaluative nutrition labels, and in other cases, they prefer to purchase healthy 
foods with objective nutrition label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impact of FOP nutrition labels on consumers' healthy foods purchase intention may vary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However, previous studies have not reached a consensus on how FOP nutrition labels affect consumers' purchases of healthy foods. Although 
most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consumers prefer healthy foods with evaluative nutrition labels to objective nutrition labels, some studies have come 
to the opposite conclusion, suggesting that objective nutrition labels are more effective in promoting consumers’ purchases of healthy foods. Some 
studies have also suggested that the impact of FOP nutrition labels on consumers' purchase of healthy food depends on other factors (e.g., processing 
context and relationship norm). However,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se studies are based o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interpretability or ease of understanding 
of nutrition information between two types of FOP nutrition labels. Whether consumers are given the space to process nutrition information according 
to their own health needs is also an important difference between evaluative nutrition labels and objective nutrition labels. Yet, there are few studies 
exploring this research question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refore, according to  the utility theory, the current research introduces individual social class, 
explores the joint effect of FOP nutrition labels and social class on consumers' healthy food  purchase intention, and reveals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and theoretical boundary of this joint effect.

This study tested the research hypothesis through three experiments. Experiment 1 verified the joint effect of FOP nutrition labels and social class 
on the healthy food  purchase intention by measuring social classes. That is, consumers from high (low) social classes are more willing to purchase 
healthy food labeled with objective (evaluative) nutrition labels. Experiment 2 again verified the joint effect of FOP nutrition labels and social class by 
manipulating individual social class, and examined the mediating role of nutrition information utility in this joint effect. Namely, the match between 
FOP nutrition labels and social class (high social class – objective nutrition label and low social class – subjective nutrition label) can lead to a higher 
nutrition information utility, which in turn will increase purchase intention of healthy food. Experiment 3 further examined the negative moderating 
effect of food health level on this joint effect. That is, as the level of food health increases, the joint effect of FOP nutrition labeling and social class on 
the  healthy food  purchase intention gradually weakens, suggesting that food health is also a boundary condition of the joint effect.

This study has several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irst, this study introduces individual social class as a joint variable 
and proposes for the first time the joint effect of FOP nutrition labels and social class on consumers' healthy food  purchase intention. This enriches and 
develops the literature on nutrition labels and health consumption. Second, this study further reveals the mediating and moderating effects of nutritional 
information utility and food health level on this combined effect, expanding the application scope of the utility theory. In practice, this study provid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government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Healthy China, as well as promotion strategies for health food 
producers and operators to sell their products.
Key words   front of package (FOP) nutrition labels, social class, healthy food, healthy consumption, nutrition information utility


